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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片为业”与明清农户土地的“连片化”
———兼论传统乡村地权研究的可能走向

胡英泽　 袁文科
（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　 要：关于传统乡村土地占有和经营的“零碎化”的讨论，学界认为，导致“零碎化”的主要原

因，一是土地占有的不平等，使得少地、无地者只能租佃土地，二是分家与诸子继承制、土地买卖使得

土地分割、零碎。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田邻之间通过土地买卖、调换、租佃等方式，可以实现土

地所有、经营的“连片化”；此外，还存在不少分家不分业的“共业”现象，既由两个或更多的业户共有

一块土地，避免了土地的分割、零碎。 农村土地占有和经营的面貌，是“连片化”与“零碎化”共同作

用的结果。 明清以来南北各地的土地文书显示，过去人们认为引发土地“零碎化”的土地买卖、诸子

分家、租佃制等因素，同时也有可能是诸多限制、制约土地“零碎化”促成“连片化”的因素，二者相互

作用，共同制约着地权向集中或分散单一方向的无限发展。 这对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农村地权分配集

中与分散的具体机制、地权分配集中程度以及长期趋势、农户的经营规模具有重要意义。 重视地权

分配的空间特征，是未来传统乡村地权研究的可能走向。

关键词：土地占有； 地权分配； 土地零碎化； 土地连片化； 土地文书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项目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国传统时期土地的占有和经营，学界普遍认为其显示出“零碎化”的总体特征。 导致

土地“零碎化”的原因有土地私有制下的土地自由买卖、诸子均分制，频繁的土地买卖造成地权转
移、分散，诸子分家导致土地分割；同时，地块的分散、零碎也受地理环境、农作物类型、农田水
利①、劳动力、地租高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近代以来，土地“零碎化”问题引起学界关注。 卜凯
（Ｊｏｈｎ Ｌｏｓｓｉｎｇ Ｂｕｃｋ）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抗战前 ２２个省区的农户土地占有情况进行了实
地调查（抽样调查），指出“零星分割”是中国土地制度的一大特色。② 托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Ｔａｗｎｅｙ）形
象地称之为“在一个巨人的国度经营着侏儒的农业一般”③。 卜凯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农场角度来

９９

①
②

③

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 １４１－１４４页。
据其调查，“以全国平均数而言，每一农场平均 ５．６个田段，这 ５．６个田段往往相离遥远。 每一田段平均又分为两个田块，由
经界分开。 换言之，每个农场平均有 １１．２个田块。 这种分割情况在稻米区和小麦区均无大的差别。 小麦区每个田段的面
积较大，平均为 １．１６英亩，而稻米区每个田段平均只有 ０．７９英亩”。 参见 Ｊｏｈｎ Ｌ． Ｂｕｃｋ， 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ｉｓｔｙ ｏｆ Ｎａｎｋｉｎｇ，１９３７，ｐｐ．１８１－１８５􀆰
理查德·Ｈ·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 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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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一命题，他指出，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取消了东零西散的“条田制”（Ｓｔｒｉｐ Ｆｉｅ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之后，农业才有显著的进步。① 其次，卜凯的土地调查，只统计了田块数量，未能统计田块的位置
分布。 对此，他不无遗憾地说：“田场布置（Ｆａｒｍ ｌａｙｏｕｔ）确为一很有兴味的研究题目，惜在原调查
表中未曾列入，嗣后又未便单为此项问题再特地到各处重新调查。 但据实在情形而论，田场布置
问题，确值得专门研究。”②因此，如果能对田块位置进行研究，对于中国土地零碎化的认识可能
更为全面。 受其影响，李景汉、万国鼎等人均持中国农村土地“零碎化”的观点。 李景汉在论及中
国农村土地与农业经营问题时指出，中国农民缺乏土地的原因，一方面是土地数量的不足，另一
方面是耕地的分配不均。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土地的不均是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演变成不合
理的土地社会生产关系，对当时的中国农村而言，土地的分散问题是极其不合理的经济原则。③

万国鼎曾系统研究“零碎化”问题。 他指出，农多地少、不断地任意分割土地，形成细碎经营
的农田制度。 “‘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坵，可能相
隔很远的散布着。 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地看到。”这种细
碎的农田制度不是近代才出现的，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他分析其原因有如下几点：中国的气
候和土地适合于园艺式经营，可支持稠密人口；农业技术幼稚，如依靠人力，人力增长到饱和点
“限制省工农具引用”、减少畜力的使用，每户耕地趋于减少，小农经营；兄弟均分田产；分割买卖
自由。④

费孝通指出人口压力、传统亲属结构下的土地继承原则、农村的区位结构（耕者距离农田的
远近）等因素是导致土地“分碎”的主要因素。⑤ 在研究分碎问题的同时，他又注意到克服土地分
碎的土地占有形态。 在传统的土地分碎化情形之下，还存在“团体地主”的土地占有和经营形态。
这种形式的土地占有不因个人的生死而消亡，即使团体中的人数有所增加，对农场的整体性则无
影响。 相反，在团体势力的扩展下，其组织所占有的土地面积往往会扩大，表现出私家土地向团
体的集中。⑥ 张丕介指出，中国耕地的“散碎”现象在农业区域内普遍存在，并成为中国农业政策
上最不易解决的严重问题。 其认为土地零碎包含两种现象：其一，农用土地割裂过多而成为面积
过小的经营单位；其二，就农业技术方面而言，一个农业技术单位其所有的地段零星狭小，分散而
互不相连，则会制约新式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 而造成耕地散碎的直接原因主要有诸子分承法、
土地买卖自由、大私有地三个方面。 间接原因则为农业人口过剩，即“有土则有民，有民则有分”，
“民多则土少，分多则零碎”；中国的村庄制度（影响居地距耕地的远近）。⑦

民国时期的讨论延至土改。 董时进曾指出，土改会导致土地的细碎化。 经过集体化农村实
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对于土地零碎化的讨论重新提及。 秦晖指出，中国传统的土地制度并未促
成土地配置的优化，反而由于土地分割出售导致地块“畸零散漫”“不成片段”。⑧

学者对农地“零碎化”的影响有两种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农地“零碎化”不利，主要有田界
（埂）、沟渠过多，减少了耕地面积，降低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地块分散，耕作成本较高；阻碍先进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第 ２７页。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 ２８页。
李景汉：《中国农村土地与农业经营问题》，《东方杂志》１９３６年第 ３３卷第 １号，第 １５０页。
万国鼎：《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学原》１９４７年第 １卷第 ８期，第 ３８－４８页。
费孝通：《江村经济》，第 １６９－１７１页。
费孝通：《土地继承和农场的分碎》，《今日评论》１９４０年第 ３卷第 １７期，第 ２６５－２６７页。
张丕介：《中国耕地散碎原因之检讨》，《地政月刊》１９３６年第 ４卷第 ４５期，第 ６２６－６３２页。
秦晖：《思无涯，行有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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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具及技术的应用①，等等。 另一种观点认为，农地“零碎化”有其合理性。 从历史角度评述
近代以来中国土地零碎化研究，证明中国土地零碎化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种制度安
排，提出了土地户均块数是一个常数的观点。 指出中国土地的零碎化是政治、经济、技术、制度、
人口、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博弈的结果，“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众多因素的
影响下导致了土地零碎化”。② 其有利的方面主要有农业的多元种植、防止灾害及病虫害、合理
利用劳动力，等等。
学者对“零碎化”长期发展趋势的判断，前述万国鼎的研究认为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赵

晓力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农地交易，指出“随着土地小额出卖和分割继承，中国农村的耕地一
直呈现细零化的趋势”。③ 周应堂、王思明对“反土地零碎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探讨，指出生产
力发展、兼并、自然条件因素的存在和制约，又使得土地零碎化不会无限制地发展下去。④

与长期发展趋势相关的是，学者对“零碎化”的调节、平衡问题的认识。 费孝通发现“团体地
主”的土地占有和经营对“零碎化”的对冲作用。 赵冈认为中国传统农村租佃市场具有高度竞争
性，佃户可以向多家地主洽租田地，他一定挑选租入最近的田地，虽然不能组成一个农田完全毗
连的农场，但至少可以使田段之间的往来距离变得最短。⑤ 龙登高在新近的研究中虽未涉及本
文所提出的“连片化”问题，但他提出地权市场的负反馈机制，在有些方面体现了共识，如回赎机
制等缓冲地权的最终转让，族田、寺庙田、学田、会产等法人产权对私有土地的占有等。⑥

综上，在涉及中国传统时期土地占有和经营状况时，学界通常以“零碎化”作为其主要特征，
并对土地“零碎化”的原因和影响进行较多的分析，其讨论时段、利用资料较多集中于民国时期，
对传统时期土地占有和经营的“连片化”情况讨论较少。 本研究主要利用已经出版的各地土地
契约文书，对平衡、克服“零碎化”的“连片化”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在传统农村社会，由于土地占
有的不均，少地、无地者只能租佃土地，加上诸子分家继承制、土地买卖，土地因逐渐被分割而变
得零碎。 但与之并存的是，田邻之间的土地买卖、调换、租佃又部分地实现了土地占有和经营的
“连片化”，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土地占有和经营规模。 同时，分家不分业的“共业”形式，使多个业
户共同占有一块土地，从而避免了土地的分割、零碎。 通过对明清至民国以来不同地区的土地契
约文书进行梳理，发现其中许多涉及土地买卖、调换、租佃以及共业中土地趋于集中的“连片化”
现象，这种“连片化”有助于土地占有和经营的规模化，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避免了土地的过度
“零碎化”。 总体而言，中国农村土地占有和经营的状态，是“连片化”与“零碎化”共同作用的
结果。

二、土地买卖与“连片化”
在明清以来的土地买卖中，通常存在买卖者之间互为邻田的关系，此种情况下买主对相邻土

地的购买，其所占有或经营的地块面积扩大，促进了土地的“连片化”。 例如，雍正六年（１７２８）河
北寺北柴村买卖文书（土地红契）：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万广华、程恩江：《规模经济、土地细碎化与我国的粮食生产》，《中国农村观察》１９９６年第 ３期；苏旭霞、王秀清：《农用地细
碎化与农户粮食生产———以山东省莱西市为例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０２年第 ３期。
周应堂、王思明：《中国土地零碎化问题研究》，《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０８年第 １１期。
赵晓力：《中国近代农村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习惯与国家法》，《北大法律评论》１９９８年第 ２期。
周应堂、王思明：《中国土地零碎化问题研究》，《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０８年第 １１期。
赵冈：《农地的零细化》，《中国农史》１９９９年第 ３期。
龙登高：《中国传统地权制度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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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文约人郝贞元因为无钱使用，今将自己庄户一分二厘，东至郝廷元，西至买主，南
至卖主，北至郝仲元，四至明白，今凭中人郝秀玉说卖与郝福元永远为业，言定时值价钱
壹千，其钱当日交足外不欠少，恐后无凭，立字为证。

　 　 　 　 　 　 　 　 　 　 　 　 　 　 　 　 　 　 　 　 共价钱壹千文
　 　 　 　 　 　 　 　 　 　 　 　 　 　 　 　 　 　 　 　 计开内有过道一条
　 　 　 　 　 　 　 　 　 　 　 　 　 　 　 　 　 　 　 　 雍正六年七月初九 日立①

由契约文书可知，郝贞元因为经济困难等原因，将自己的庄户田转卖给郝福元，该田块“西至买
主”，西界与买主土地相邻，经过交易，买主的地块面积在原有基础上扩大。
再如，乾隆四年（１７３９）买卖文书：

立字人郝秀玉，因为无银使用，今将村北白地一段，计地二分，系东西畛，东至大道，
西至郝福元，南至郝福元，北至郝振学，四至明白，今凭中人张炳说卖与郝福元永远为
业，言定价钱六百文，其钱当日交足，外无欠少，恐后无凭，立字存证。

　 　 　 　 　 　 　 　 　 　 　 　 　 　 　 　 　 　 　 　 共价钱陆百文
　 　 　 　 　 　 　 　 　 　 　 　 　 　 　 　 　 　 　 　 乾隆四年正月 日立②

可以看出，卖主郝秀玉所卖之地与买主郝福元在四至上西、南相邻，买主购买相邻的土地，使原属
两人所有的土地集中到买主手中，郝福元占有的地块面积得以扩大，形成局部土地占有的“连片
化”。
雍正、乾隆年间两份契约文书，反映了郝福元努力扩大自己土地规模的倾向。 这种现象并不

孤立，从不同时间的契约文书中还可以看到同一人相继购买田邻土地的记载，如：乾隆二十年
（１７５５）正月，徐云河将村北的一段园地 １．４９５亩，卖给郝进喜。③ 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十一月，王金
宝村北的 ３．９亩旱地，卖给郝进喜，该地块西至买主。④郝进喜所购两块土地均位于村北，这两块
土地是否连片不得而知，但就所购地块的位置而言，已形成土地占有的“连片化”。
此外，契约文书所见，也有关于同一买主在不同时期内购买与自己地邻的、所有权归属不同

农户的记载：

立卖契人李永成，因不便，今将自己村北园地一段，计地一亩零五厘二毫八丝，系南
北畛，东至王，西至买主，南至小道，北至买主，四至分明，同五尺行郝振德说合，卖与郝
克信名下承种为业，言明卖价共大钱壹拾陆仟伍佰文，其钱当下交足不欠，立字为证。

　 　 　 　 　 　 　 　 　 　 　 　 　 　 　 　 　 　 　 　 咸丰七年十二月七日
　 　 　 　 　 　 　 　 　 　 　 　 　 　 　 　 　 　 　 　 长活三十二丈九尺
　 　 　 　 　 　 　 　 　 　 　 　 　 　 　 　 　 　 　 　 南 一丈九尺二寸
　 　 　 　 　 　 　 　 　 　 　 　 　 　 　 　 　 　 　 　 横活
　 　 　 　 　 　 　 　 　 　 　 　 　 　 　 　 　 　 　 　 北 一丈九尺二寸⑤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魏宏运、三谷孝主编：《２０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 １卷），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８４６页。
魏宏运、三谷孝主编：《２０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 １卷），第 ８４７页。
魏宏运、三谷孝主编：《２０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 １卷），第 ８４８页。
魏宏运、三谷孝主编：《２０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 １卷），第 ８４８页。
魏宏运、三谷孝主编：《２０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 １卷），第 ８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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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卖契人郝克生，因为不便，今将自己村东旱地一段，计地四分零八厘六毫二丝一
忽，系东西畛，东至大道，西至郝，南至郝，北至买主，四至分明，同五尺行郝振德说合，卖
与郝克信名下承种为业，言明卖价大钱四仟三佰文，其钱当下交足，分文不欠，立字
为证。

　 　 　 　 　 　 　 　 　 　 　 　 　 　 　 　 　 　 　 　 咸丰拾年正月二十四日
　 　 　 　 　 　 　 　 　 　 　 　 　 　 　 　 　 　 　 　 西一活 东一活
　 　 　 　 　 　 　 　 　 　 　 　 　 　 　 　 　 　 　 　 长活十丈 长活二十丈○四尺五寸
　 　 　 　 　 　 　 　 　 　 　 　 　 　 　 　 　 　 　 　 西 一丈七尺 西 一丈二尺
　 　 　 　 　 　 　 　 　 　 　 　 　 　 　 　 　 　 　 　 横活 中横活 八尺
　 　 　 　 　 　 　 　 　 　 　 　 　 　 　 　 　 　 　 　 东 一丈二尺 东 七寸

立卖契人郝克生，因为不便，今将自己村北园地一段，计地四分二厘七毫六丝二忽，
系东北畛，东至郝，西至大道，南至买主，北至郝，四至分明，同五尺行郝振德说合，卖与
郝克信名下承种为业，言明卖价大钱柒仟伍佰文，其钱当下交足，分文不欠，立字为证。

　 　 　 　 　 　 　 　 　 　 　 　 　 　 　 　 　 　 　 　 咸丰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长活八丈二尺五寸
　 　 　 　 　 　 　 　 　 　 　 　 　 　 　 　 　 　 　 　 西 三丈一尺五寸
　 　 　 　 　 　 　 　 　 　 　 　 　 　 　 　 　 　 　 　 横活
　 　 　 　 　 　 　 　 　 　 　 　 　 　 　 　 　 　 　 　 东 三丈○七寸①

立卖契人郝克生，因为不便，今将自己村北园地一段，计地一亩一分六厘九毫一丝
六忽，系南北畛，东至大道，西至买主，南至买主，北至张，四至分明，同五尺行郝振德说
合卖与郝克信名下承种为业，言明共卖价大钱壹拾伍仟五佰文，其钱当下交足，分文不
欠，立字为证。

　 　 　 　 　 　 　 　 　 　 　 　 　 　 　 　 　 　 　 　 内有坟四个，日后不许埋人添坟
　 　 　 　 　 　 　 　 　 　 　 　 　 　 　 　 　 　 　 　 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日
　 　 　 　 　 　 　 　 　 　 　 　 　 　 　 　 　 　 　 　 长活一十丈
　 　 　 　 　 　 　 　 　 　 　 　 　 　 　 　 　 　 　 　 南 六丈七尺八寸
　 　 　 　 　 　 　 　 　 　 　 　 　 　 　 　 　 　 　 　 横活
　 　 　 　 　 　 　 　 　 　 　 　 　 　 　 　 　 　 　 　 北 七丈二尺五寸②

清代咸丰年间的几份土地契约文书显示，买主郝克信从咸丰七年（１８５７）至咸丰十年（１８６０）连续
买进几块土地，除购买村东一块原属郝克生的旱地外，其余买进的三块土地均是位于村北的园
地，交易双方田块的地界或一边相连，或两边相接，属于田邻关系。 据地契所载，大致可以勾画出
买主郝克信所买之地的位置：一区为买主原有土地的位置，咸丰七年（１８５７）买入二区李永成村北
园地 １亩有余，该地“西至买主”；咸丰十年（１８６０）买入三区郝克生村北园地 ４分多，该地“南至买
主”；同年又买入四区郝克生村北园地 １亩多，该地“西（三区此时已归买主所有）至买主，南至买

３０１

①
②

魏宏运、三谷孝主编：《２０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 １卷），第 ８５１页。
魏宏运、三谷孝主编：《２０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 １卷），第 ８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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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经过几次购地，买主此块农地的面积增加了 ２．６亩多，形成了土地占有的“连片化”。
值得注意的是，同治九年（１８７０）郝克信又在村北购入 １７亩多园地①，该地原属郝连昌、郝连

隆兄弟二人共有，收购之后为郝克信所有。 虽然，从此次所购土地的四至尚不能发现该地与其原
有土地空间位置的相邻关系，但就其持续购买村北园地的记录来看，他在村北土地占有的相对集
中却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河北保定唐县的王玉辰因不便，在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十二月二十日将自己村北的一段

地，“计地三亩九分三厘四毫，东至王张氏，西至买主，南至入田道，北至地节。 四至分明，凭中人
张洛爱说合卖于王廉敬名下永远为业，言定卖价共合大钱九千八百三十五文”②。
通过梳理明清以来各地土地买卖契约，不难发现，迫于经济困难、移就不便等因素，交易双方

多在地界上相邻。 就卖主而言，其地块通常存在两种情形，其一是将该地块完全卖给买主，其二
是将此地块分割售给买主。 两种情形却导致了一个相似的结果，即完全出售给买主后，将使买主
原有地块面积进一步扩大，出售部分土地的卖主地产进一步分散而“零碎化”，收购土地的买主土
地则进一步集中，呈现出“连片化”的趋势。 此外，从买卖双方中的买主身份来看，很多都是当地
有名望、身份和财力者，他们可能是大地主、富户或乡绅。 他们大量买进的土地中不乏临界的相
邻地，这些购地行为促成了农地的“连片化”。
田邻之间因土地买卖而形成的“连片化”在明清以来各地的契约中均有体现。 如浙江省的

石仓，嘉庆元年（１７９６）二月十九日阙天贵购买相邻土地的记载：

立卖断契人叶德耀，今因钱粮无办，自情愿将父遗下扥阄内民田，坐落二十一都茶
排庄，土名菁山脚，田一处，大小八丘正，东至山脚为界，南至买主田为界，西至大河为
界，北至阙姓田为界，又名土名屋上手田一丘在内，共计额钱粮一亩三分正，自愿请托中
人三面踩踏清楚，今俱四至分明，亲立出文契送与阙天贵边承买为业，当日凭中三面言
断，时值田价铜钱二十千文正，……所卖所买，两无逼勒等情，二家情愿，各无反悔，今欲
有凭，付与买主永远为照。③

嘉庆五年（１８００）十一月十八日，阙柏寿和本家阙天贵、阙天培所交易的土地，位置上相邻：

立卖田契人阙柏寿，今因钱粮无办，自情愿将父遗下均分阄内民田一项，坐落廿一
都茶排庄，土名水缸塆，田一处，上至买主已田坳丘田为界，下至德琳田为界，右至永寿
田为界，左至山脚为界，又土名老虎头，田一处，上下二至永寿田为界，右至林姓田为界，
左至山脚为界，又田一处，土名后金屋后，上至买主田为界，下至大路为界，左右二至山
为界，共田三处，共计额七亩正，田沿柏树，随田管业，今俱四至分明，托中欲行立契出卖
与本家天贵、天培承买为业，当日凭中言断，是值田价钱一百千文正，其钱即日随契两相
交讫，……其田永远不敢异言找价等情，今与有凭，立卖契付与买主永远为据。④

湖北省天门熊氏的契约文书也有地邻之间土地买卖的记载。 如《张成骞卖田赤契》，其文如下：

立永卖契约人张成骞，今因移就不便，将本己受分陈昌垸白田四形共四亩，载（名）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魏宏运、三谷孝主编：《２０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 １卷），第 ８５２页。
戴建兵：《河北近代土地契约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６６－１６７页。
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石仓契约》（第 １辑第 １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１７３页。
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石仓契约》（第 １辑第 １册），第 １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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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米八升八各，自请凭中熊朝官等说合出笔卖与熊忠议名下为业。 当日三面言定，
实钱柒串（伯二）整，系骞亲手讫领。 自卖之后，任从买主起业耕种，当差，收粮过户，百
为无阻。 今恐无凭，立此卖约为据。

　 　 　 　 　 　 　 　 　 　 　 　 　 　 　 　 　 　 　 　 　 熊朝官
　 　 　 　 　 　 　 　 　 　 　 　 　 　 　 　 　 其田四止 东刘界 南、西张界 北溝
　 　 　 　 　 　 　 　 　 　 　 　 　 　 　 　 　 其田四止 东买主 南买主 西张界 北钱界
　 　 　 　 　 　 　 　 　 　 　 　 　 　 　 　 　 其田四止 东张界 南路中 西张界 北买主
　 　 　 　 　 　 　 　 　 　 　 　 　 　 　 　 　 其田四止 东路中 南水田 西垷 北钱界
　 　 　 　 　 　 　 　 　 　 　 　 　 　 　 　 　 □年冬月卅日 立永卖田约人 张成骞 笔
　 　 　 　 　 　 　 　 　 　 　 　 　 　 　 　 　 册名 张厚骞 张培成
　 　 　 　 　 　 　 　 　 　 　 　 　 　 　 　 　 永远为业①

从这张契约的内容来看，此契约涉及的土地买卖为四块，总面积为 ４亩，其中有两块在位置上与
买主为邻，买主所购土地与原有土地相连，地块面积扩大。
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自治县玉溪镇五八村仲家沟地区留存的契约文书中，也存在许多因土地

买卖形成的土地“连片化”现象，兹举一例以作说明：

《周福品父子将得并之地出卖与邹德盛卖契》：立出卖契文□人周福品仝男周长
万、周长久，今因用钱至切，因上年得并堂伯之业，地名大河沟，水田壹坵，山土乙全幅连
诸杂大小竹木茨草悉行壹包在内，载粮肆厘，载种壹斗，其有四置界畔，大河沟起界右手
执上所栽蚕树桐树漆树为界，耕上抵堂伯亨泰岩脚沿，过抵大岭周伯仲连耕岭直下□□
为界，齐田角直下抵河沟尽下抵买主邹姓之界交界。 ……请凭中证出卖与邹德盛名下
世守为业。 ……立出卖契约与邹姓为据。

　 　 　 　 　 　 　 　 　 　 　 　 　 　 　 咸丰辛酉年十月二十日立出卖约人 周福品
　 　 　 　 　 　 　 　 　 　 　 　 　 　 　 仝男 周长万 周长久
　 　 　 　 　 　 　 　 　 　 　 　 　 　 　 原中人 周福全 周福思 刘荣昌 睦昌华 潘廷殷
　 　 　 　 　 　 　 　 　 　 　 　 　 　 　 笔 周福胜②

在贵州清水江民国时期的土地买卖契约中，可以发现土地流转中形成的“连片化”较为普遍。 在
传统地权的转移中，“亲房优先购买权”“亲属间买卖以市场惯例操作”等习惯，往往决定了土地
买卖中优先考虑亲属、地邻的原则，并由此导致一种特征，即传统的地权转移“基本都是农村基层
的土地交易和地权转让，范围都不是很大，交易双方都处于同一个‘村’或附近‘邻村’的范围
内”③。 兹举亲房之间且属地邻的例子，说明“亲房优先”原则下形成的土地连片化。

立卖墦土字人吴泽祥，兹因家下要钱应用，无所出处，自愿将到土名坪教化墦土一
块三股均分，泽祥一股出卖，上抵坟山，下抵田，左抵泽林，右抵买主，四至分明。 自己请
中上门，问到胞兄吴泽坤名下承买，当日凭中议定，价钱壹仟零捌拾文整，其钱胞弟亲领

５０１

①

②
③

武汉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馆合编；张建民主编：《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第 ５０３－５０４页。
编号：０５５－Ｄ０１４１３３。 汪文学编校：《道真契约文书汇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７９页。
朱荫贵：《从贵州清水江文书看近代中国的地权转移》，《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 ６期。



南

京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
人

文

科

学

·
社

会

科

学

︶

二
〇
一
九
年
第
六
期

应用，其墦土一股，买主永远耕种为业。 自卖之后，不得异言，恐后无凭，立有卖字为据
是实（内添一字）

　 　 　 　 　 　 　 　 　 　 　 　 　 　 　 　 　 　 　 　 　 凭中 吴泽珍
　 　 　 　 　 　 　 　 　 　 　 　 　 　 　 　 　 　 　 　 　 代表 吴魏松
　 　 　 　 　 　 　 　 　 　 　 　 　 　 　 　 　 　 　 　 　 中华民国四年三月初七日立①

上述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呈现的是兄弟之间的土地买卖，卖地人吴泽祥将自己田地的三分之一卖
给自己的兄长，并且所卖之地“右至买主”，二者地块原属地邻关系，在土地交易完成后，兄长吴泽
坤此处的地块由三分之一股增至三分之二，弟弟吴泽祥地块丧失的同时，兄长吴泽坤的地块则是
扩大集中，形成连片趋势，这两种状态在土地买卖中通常是并存出现。 这条记载也说明，诸子分
家的传统习俗可能导致兄弟均分后某一地块的零碎化，形成兄弟之间互为田邻的局面，出于多种
原因，某一地块在兄弟均分之后，有可能发生地权交易，交易双方的身份或许就是兄弟或亲族。
这份契约揭示，诸子分家后，原来的地块并非单向地持续分割，同时也存在兄弟、亲族田邻之间的
土地买卖与合并，形成对于土地分割、零碎化的平衡。
山西省永济县有田邻土地交易事例②。

自有赵自义二人因为急缺□，系东西畛□地一亩五分，其地东至卖主，南至□，西至
道，北至买主，上下土木相连，今立契卖于本州普救里裴正名下永远为业，同中言定，时
值价钱□三两四钱整，银业当日一同交明，丝毫不欠，如地日后但有争讼，并不管买主之
事，卖地人一面承当，恐后人心难凭，故立文约存照用。

　 　 　 　 　 　 　 　 　 　 　 　 　 　 　 崇祯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立卖沙地人赵自有
　 　 　 　 　 　 　 　 　 　 　 　 　 　 　 　 　 　 　 　 　 　 　 　 　 　 　 　 　 　 　 赵自义

甘肃省清河州契约文书记载田邻土地买卖。 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八月十一日，王训子、王训同、王庆
善、王庆良四人，情因使用不足，将祖遗的一块旱地卖给马拉苏，“其地东至买主地为界，西至路为
界，南至马姓地为界，北至路为界，四至分明”③。 另据《何宁伏出卖土地契文》记载，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二月十一日何宁伏，因为使用不足，将祖置春若大路下边田地一块，出卖于马老二名下为
业，其地四至“东至康姓，南至买主地，西至买主地，北至大路”④。 这两份晚清时期甘肃省清河州
的土地买卖契约说明，当地的土地买卖双方身份，很多属于地邻关系，卖主所卖土地与买主地界
相连。 土地交易完成后，买主地块面积扩大，土地连片。 这种现象在清代以来的清河州契约中十
分常见，历经嘉庆至宣统时期。 除土地买卖外，还涉及兑换、典当等多种土地流转形式，显示清代
中后期，当地因土地交易形成的土地“连片化”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另外，在所见土地典卖的契约中也经常出现连片化的特征，这种情况下，土地出典后承典人

实现了地块面积的扩大。 如河北保定地区的典地契约所见：

立典地约人胡文效今因手中不便，有新渠地一块，开列四至，东至道，西至陈茂，南
至买主，北至道，情愿出典与胡麟趾名下耕种，同说合典价钱十六千文，其钱当交不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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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藏清水江文书天柱县影印档，文档号：ＧＴ－００８－１６３。 参阅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一辑。
该契约文书资料为个人收集所得。
甘肃省临夏州档案馆编：《清河州契文汇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６６－６７页。
甘肃省临夏州档案馆编：《清河州契文汇编》，第 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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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钱到回赎，钱不到者永远耕种承业，恐口无凭，立典存照。
　 　 　 　 　 　 　 　 　 　 　 　 　 　 　 　 　 　 　 　 　 中人：胡全成、胡麒瑞
　 　 　 　 　 　 　 　 　 　 　 　 　 　 　 　 　 　 　 　 　 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立①

再如，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的典地白契：

立典平地文约人韩立操因为使用不便，今将自己村西平地一亩一分二厘，南北畛，
其地东至南希朋，西至韩立节，南至小道，北至南福多，四至分明，今立契典与南福多耕
种，同中言明，时值典价□银弍拾两整，一典三年为满，当日银业两交，并无欠少，恐口不
凭，立约存照。

　 　 　 　 　 　 　 　 　 　 　 　 　 嘉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立典文约人韩立操（画十）中人：南福梅、韩朝焕
　 　 　 　 　 　 　 　 　 　 　 　 　 后批南若公平兑
　 　 　 　 　 　 　 　 　 　 　 　 　 道光元年十二月三十日 同原中找钱伍千文②

由典契可知，立典人韩立操因使用不便，将土地典给承典人南福多，典期为 ３年，典价为银 ２０两。
根据契书对所典土地的四至中“北至南福多”记载，可以看出典地活动发生在地邻之间，出典、承
典双方属于地邻关系，通过交易，承典人南福多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实现了土地的集中，经营的土
地面积得以扩大、连片。
由上述明清以来南北各地的契约文书可以发现，在土地买卖、典卖等活动中，买卖双方不少

属于地邻关系。 这一方面受传统土地买卖中亲房、地邻优先习俗的限制，另一方面受扩大规模、
耕作便利等动力驱使。 田邻之间的土地交易同时导致两种情况：一方面是卖地者因经济困难、交
通（耕作）不便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卖地行为，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卖者田地部分或全部被出售，卖者
一方地块零碎、面积缩小，抑或完全失去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另一方面则是买者因所购土地与
其地邻，使其原有的地块面积进一步扩大，买者一方形成土地的“连片化”趋势，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土地占有、经营的集中。 此外，从诸如华中的安徽、湖北、江西，东南的福建、浙江，华北的山西、
河北、河南，以及西南的贵州、西北的甘肃等不同区域的土地契约文书来看，明清时期的土地交易
活动均有涉及地邻之间的记载，在数量上并非零星出现。 这意味着以往普遍认为由土地买卖导
致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变得分割、零碎的认知具备了从另一视角解读的可能，即卖者土地分散零
碎的同时，由于土地买卖在地邻之间的进行，使得买者地块出现集中扩大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土地占有和经营的“连片化”，卖方土地的“零碎化”与买方土地的“连片化”是同时发生的。

三、土地调换与“连片化”
土地的调换（兑换、拨换）是土地产权流转变更的另一种形式。 不同于土地的买卖、租佃、典

当等以货币作为计量标准、具有一定交易性质的土地流转形式，土地之间的调换多是由于地理位
置导致的往来不顺、耕种不便等，其中包含利益买卖的成分较小，更多体现的是家族、村庄等在农
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互助互利、乡里乡亲的一面。
在传统农业耕作中，农地与居所之间存在一个最佳的距离。 距离过远，农业耕作会有诸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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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戴建兵：《河北近代土地契约研究》，第 １６７－１６８页。
清华大学馆藏契约，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立典平地文约人韩立操”，暂未编号。 转引自龙登高：《中国传统地权制度及其
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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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费力费时，降低农业生产效率。 同时，受制于自然环境中的山川沟谷，地块通常因地形而被分
割，呈现细碎、零散的状态，也给农业耕作以各种限制。 这种情况下，土地调换便成为解决诸多不
便、困难的一种方式。 在调换过程中，双方多试图将土地调换到与自己相邻相近的位置，以便于
耕种。 按照就近耕作、土地集中原则调换土地，不仅便利了农作，同时促成了土地的“连片化”形
态。 明清以来的土地契约文书中，对土地调换之后形成的地块集中、土地连片化均有记载。 其例
如下：

《马万龙出兑土地契文》：立兑田地文约人马万龙，因为路到（道）不顺，自己□伴更
路地一块，下籽三斗，央青（请）中人（马者力路）说合，两家青原（情）（愿），出兑于（到）
马其（麒）名下耕重（种）为业。 地兑地，粮兑粮。 恐合（后）有人言此（词），兑约右正
（有证）。

　 　 　 　 　 　 　 　 　 　 　 　 　 　 　 　 　 　 　 光绪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立兑约
　 　 　 　 　 　 　 　 　 　 　 　 　 　 　 　 　 　 　 　 　 　 　 　 　 　 　 代书　 韩增科①

上述契约中指出了兑换土地契约的双方，立兑田人马万龙、承兑人马麒，两家土地兑换的原因是
“路道不顺”带来的耕种不便，双方兑换的条件是“地兑地，粮兑粮”，包含土地所承担赋税的交
割。 光绪初年的《贾玉贤立兑土地契文》，其文如下：

立兑约人贾玉贤，因为农路不便，今将自己宽路边田地一块，下籽一斗七升，其地东
至大路，南、西、北至自己田地，四至分明为界，（经）说合，情愿出兑与（于）马麒名下耕
种为业。 地兑地，粮兑粮，对中（人）言明，并无返（反）言。 立此兑约为凭。

　 　 　 　 　 　 　 　 　 　 　 　 　 　 　 　 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立约人　 贾玉贤
　 　 　 　 　 　 　 　 　 　 　 　 　 　 　 　 　 　 　 　 　 　 　 　 　 　 说合人　 马以四芒
　 　 　 　 　 　 　 　 　 　 　 　 　 　 　 　 　 　 　 　 　 　 　 　 　 　 　 　 　 　 　 马元有
　 　 　 　 　 　 　 　 　 　 　 　 　 　 　 　 　 　 　 　 　 　 　 　 　 　 　 　 　 贾玉兴代书②

正如契约内容中所言，贾玉贤因为农路不便，与马麒进行地块调换，被兑换的地块“南、西、北至自
己田地”，就贾玉贤来说，可能是距离过远或者道路不顺，有部分地块被分割兑于马麒。 以上两个
土地兑换契约中的承兑人都是马麒，兑换后的土地，可能由于地缘关系与马麒原有田地相邻，而
形成土地占有和经营上的连片。
下面的土地契约则与上述有所不同，兑换所涉及的土地所有权、土地赋税义务等并未进行完

全的交割，只是以“兑地不兑粮，各承各粮”的形式进行。 例如，光绪十一年的《蜡仪黑洋出兑土
地契文》，其文如下：

立兑地土文约人蜡仪黑洋，因为路土（途）不便，今将自己祖遗赵家坡□耕地一块，
兑与（于）马进科名下看手（守）为业。 至（只）有马进科赵家坡根水渠上边地头半杰
（截）。 对中人言明，兑地不兑粮，各承各粮，自兑自。 恐后无凭，立此兑约存照。

　 　 　 　 　 　 　 　 　 　 　 　 　 　 　 　 　 　 　 　 　 　 　 　 说合人　 虎万存
　 　 　 　 　 　 　 　 　 　 　 　 　 　 　 　 　 　 　 　 　 　 　 　 　 　 　 　 刘天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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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甘肃省临夏州档案馆编：《清河州契文汇编》，第 ３０９页。
甘肃省临夏州档案馆编：《清河州契文汇编》，第 ３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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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书人　 马天印押
　 　 　 　 　 　 　 　 　 　 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六日　 立兑约人　 蜡有夫二人①

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的《张有福出兑土地契文》记载，土地兑换双方有明确的地邻关系：

立兑地土文约人张有福，因为路不顺，今将北小塬古城内中间民中地一块，下籽八
升，东至胡姓地，南至兑主地，西至盖（界）塄，北至兑主地，四至分明为界，出兑于马来
速名下为业耕种。 恐后无凭，立此兑约为照。 车路同行。

　 　 　 　 　 　 　 　 　 　 　 　 　 　 　 　 　 　 　 　 　 　 　 　 中人　 马黑力路
　 　 　 　 　 　 　 　 　 　 　 　 　 光绪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立约人　 张有福
　 　 　 　 　 　 　 　 　 　 　 　 　 　 　 　 　 　 　 　 　 　 　 　 　 代书　 张　 信
　 　 　 　 　 　 　 　 　 　 　 　 　 　 　 　 　 　 　 　 　 　 　 　 　 亲房　 马五春②

上述契约除和其他土地兑换契约相似的内容外，地块具体四至中有“南至兑主地”“北至兑主地”
等明确地邻关系的记载。 这说明立兑人所要兑换的地原本与承兑人存在多界的相邻，因自己耕
种时道路不便，所以提出兑于马来速名下耕种。
有时，兑换双方的土地面积、粮额并不相等，对于多出的部分，承兑方则要照价补足。 例如光

绪十三年（１８８７）五月十一日的《贾玉润出兑土地契文》，出兑人贾玉润得到多出土地的补价。③

在土地兑换中，关于土地四至的记载有时较为明确，有的则相对模糊。 但根据一定地域内土
地兑换的参与者，尤其是承兑人进行推测，可能是亲族关系，这样兑换后的土地则可能因为彼此
之间的关系，而形成地邻或连片。 例如《赵永禄兑换土地契文》：

立兑换地土文约人赵永禄，将东川五社张家庄背后民水地一块，下籽五升，东至小
路，南至马姓（地），西至马姓（地），北至张姓（地）；又马麒水地一块，下子（籽）五升，东
至赵姓墙根，南至张姓（地），西至水沟，北至水沟；以上四至分明为界，经中人祁六十说
合，两家情愿，顶换为业。 恐后无凭，立此兑约存照。

　 　 　 　 　 　 　 　 　 　 　 　 　 　 　 　 　 　 　 　 　 　 　 　 　 　 中人　 张永禄
　 　 　 　 　 　 　 　 　 　 　 　 　 　 　 　 　 　 　 　 　 　 　 　 　 　 　 　 　 祁六十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立此兑约人　 赵永禄
　 　 　 　 　 　 　 　 　 　 　 　 　 　 　 　 　 　 　 　 　 　 　 　 　 　 　 　 　 马　 麒
　 　 　 　 　 　 　 　 　 　 　 　 　 　 　 　 　 　 　 　 　 　 　 　 　 代书人　 马成麟④

契约中赵永禄所要兑换的土地原本就“南至马姓，西至马姓”，承兑人也是马麒，这些马姓之间可
能是亲族关系，这种地邻关系，再加上其他原因，可能给赵永禄带来耕作上的不便，因而提出与马
麒“顶换为业”，进行土地兑换。 兑换土地后，兑主原有地为马麒所有，而契约中所指的“马姓”如
果与马麒存在近亲或代系（父子、兄弟）关系，就南、西两边地邻而言，马姓之间的土地在空间上更
趋集中，形成地块的连片。
还有《张尕玉童立兑土地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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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临夏州档案馆编：《清河州契文汇编》，第 ３１０页。
甘肃省临夏州档案馆编：《清河州契文汇编》，第 ３１０页。
甘肃省临夏州档案馆编：《清河州契文汇编》，第 ３１１页。
甘肃省临夏州档案馆编：《清河州契文汇编》，第 ３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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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对约人张尕玉童，因为路涂（途）不顺，今将祖置大路边田地一块，下籽一斗五
升，其地四至，东至孔姓庄稞（窠）根子，南至马姓地，西至豆姓庄稞（窠），北至大路，四
至分明，树棵（在）内，央请仲（中）人说合，两家情愿，出对（兑）于马三成名下为业耕种。
对中人言明，情愿日后永无葛藤，并不凡（烦）言。 日后有人言词，对（兑）主一人承当。
恐后无凭，立此对（兑）约存照。

　 　 　 　 　 　 　 　 　 　 　 　 　 　 　 　 　 　 　 　 　 　 　 　 　 　 　 　 　 豆存伏子
　 　 　 　 　 　 　 　 　 　 　 　 　 　 　 　 　 　 　 　 　 　 　 　 　 仲（中）人　 马义黑
　 　 　 　 　 　 　 　 　 　 　 　 　 　 　 　 　 　 　 　 　 　 　 　 　 　 　 　 　 　 马五春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　 立对（兑）约人　 张玉童
　 　 　 　 　 　 　 　 　 　 　 　 　 　 　 　 　 　 　 　 　 　 　 　 　 　 　 代书　 李生秀
　 　 　 　 　 　 　 　 　 　 　 　 　 　 　 　 　 　 　 　 　 　 　 　 　 　 　 亲房　 马五春①

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两份契约中的承兑人马麒、马来速、马三成都是马姓，其
中有的土地在兑换前即与承兑人地块相邻，其余的兑换也均在他姓与马姓之间进行，土地兑换之
后，可形成土地在一定程度上的就近、邻地或连片关系，有利于土地的聚拢、集中和农业生产效率
的提高。
一般而言，土地兑换通常是因为地块偏远、分散，耕作、管理不便，而地块之间的调换则可以

解决这些问题。 从土地契约文书的记载来看，调换土地通常导致两种趋势：其一，立兑人与兑主
（承兑人）分别为独立地块的情况下，立兑人因为自己土地偏远、耕种不便进行调换，这种兑换只
是兑换双方地块的交换，并未涉及地块的零碎抑或集中的问题；其二，兑换双方在土地兑换后，所
得到的土地能与其原有土地形成毗连或邻界，这种情况下就使得原本偏远、分散的土地聚在一
起，扩大了土地占有、经营规模，形成了土地的“连片化”。 然而，土地兑换并非绝对形成“连片
化”，它是以所兑土地与兑换双方是否存在地邻关系为前提的，土地兑换体现了克服零碎化的努
力和倾向。

四、土地租佃与“连片化”
随着商品经济和土地买卖关系的发展，明清以来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分离。 一类是业

主出租土地给佃户，依据租约，业主可收回土地或另租，即佃户没有处置“租佃权”的自由。 另一
类是佃户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租佃权”。 佃户可以自由处置“租佃权”，多发生在“田底权”“田
面权”发生分离的地方。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譬如传统的永佃权转化为田面
权；田主为逃避赋役负担所引起的地权“虚悬”“短苗”“诡寄”和“授产”；旧主在出卖土地时保留
田底权或田面权；田主在分家析产时，将田底权和田面权授予不同的家庭成员；田主为保证地租
收入稳定，直接给予佃户田面权。② 学界一般认为，这些原因导致地权被分割，具体的地权关系表
现为租佃关系，社会关系则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
那么，田主与佃户之间的租佃是否一定导致地权被分割、经营土地零碎化呢？ 通常认为，由

于田主将自己的诸多土地分别租给不同的佃户耕种，造成土地的分割、零碎，这反映着地权演变
的主流趋势。 然而，通过对明清时期土地契约文书的梳理发现，在土地被诸多佃户分割经营的同

０１１

①
②

甘肃省临夏州档案馆编：《清河州契文汇编》，第 ３１２页。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２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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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存在着同一佃户租种多块土地（这些土地可能来自同一地主抑或不同地主），因地邻缘故，
进而形成连片化的情况，这与通常认为的土地租佃会发生“零碎化”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这意
味着，在土地租佃过程中也存在着土地占有或经营集中的情况，而土地的这种邻近乃至连片，无
疑将有助于土地所有权（田面权）或经营权的扩大，带来农业耕作和管理上的便利。
经过整理发现，明清以来湖北天门熊氏契约中有一些租佃契约，就有不少因为土地租佃促成

地块相邻以至连片的事例。 例如《道光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钱希德租田字》：

立佃租字人钱希德，今租到义庄熊宗义名下陈昌垸白田五亩七分六厘五毛。 言定
预支稞钱陸串叁百文整，并小稞钱弍百卅。 限重阳前完纳，领取收票，不得短少。 又於
每年岁修，每亩帮夫一名。 倘过期不楚，许拨莊另佃。 今欲有憑，此据。

　 　 　 　 　 　 　 　 　 　 　 　 　 　 　 　 　 　 　 　 　 　 　 　 　 　 憑保人　 钱服官
　 　 　 　 　 　 　 　 　 　 　 　 　 　 　 　 　 　 　 　 　 道光拾六年虫月十三日　 立①

再如《道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钱希德租田字》：

立佃租字人钱希德，今租到义庄熊宗义陈昌院白田乙亩一分五厘。 言定每年预支
稞钱一串二伯六十文，小稞钱四十六文，限重阳前完纳，领取収票，不得短少。 又扵每年
岁修，每亩帮堤夫一名。 倘过期不楚，许拨庒另佃。 此据。

　 　 　 　 　 　 　 　 　 　 　 　 　 　 　 　 　 　 　 　 　 　 　 　 　 　 保人　 钱开宗
　 　 　 　 　 　 　 　 　 　 　 　 　 　 　 　 　 　 　 　 　 道光十六年腊月卄日　 立②

由这两份租佃契约可知，在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钱希德先后于夏、冬两季分别租种熊宗义名下陈
昌垸白田 ５．７６０５亩、２．１５亩，总计土地面积超过 ７．９亩。 地理位置上，两块土地相距较近；地块面
积上，单块土地也有数亩之多，并非零星、分散的碎地。
佃农在同一区域内租种田主不同土地的情况，因这些土地相近或相邻、地块面积较大，通常

便于土地的经营与管理。 这样的情况很多，其中有同一佃户在同一日立契，租种田主同一地域内
两块田地的情形。 例如：

《道光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史著先租田字一》：立租字人史著先，义庄熊宗义名下
本己三场白田乙形，五亩三分。 言定年预支稞钱六串文整，限重阳前完纳，领取收票，不
得短少。 又於每年岁修堤，每亩帮夫一名。 倘过不楚结，许拨莊另佃。 今欲有憑，此据。

　 　 　 　 　 　 　 　 　 　 　 　 　 　 　 　 　 　 　 　 　 　 　 公议论小课弍百一十文
　 　 　 　 　 　 　 　 　 　 　 　 　 　 　 　 　 　 　 　 　 　 　 　 　 　 　 　 憑保　 倪达
　 　 　 　 　 　 　 　 　 　 　 　 　 　 　 　 　 　 　 　 道光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立③

《道光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史著先租田字二》：立租字人史著先，义庄熊宗义名下
本己三场白田弍形，乙亩八分五厘六毛。 言定每年预支稞钱二串弍百卅文整。 限重阳
前完纳，领取收票，不得短少。 又於每年岁修堤，每亩帮夫一名。 倘过期不楚结，许拨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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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武汉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馆合编；张建民主编：《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第 ５３３页。
武汉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馆合编；张建民主编：《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第 ５４５页。
武汉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馆合编；张建民主编：《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第 ５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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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佃。 今欲有憑，此据。 公议小课七十四文。
　 　 　 　 　 　 　 　 　 　 　 　 　 　 　 　 　 　 　 　 　 　 　 　 　 　 　 　 　 憑保　 倪达
　 　 　 　 　 　 　 　 　 　 　 　 　 　 　 　 　 　 　 　 　 道光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立①

两份契约中的立租人史著先，在同一天所租土地均为熊宗义位于三场的白田，面积分别为 ５．３
亩、２．８５０６亩，合计超过 ８亩。 史著先在三场这样一个区域内，同一天租入超过 ８亩的土地，两块
田地同属一区，距离较近，而且从所租单块田地看，田亩面积较大，大者超过 ５亩，小者也在 ２．８亩
以上，这样相距较近且地块较大的土地，无疑有利于佃农的土地经营与管理。 而这种租种相邻或
大块的土地，相对于土地的过度分割、零碎而言，实际上也是土地连片、集中的一种体现。
一般而言，地主的土地常常会分割成小块土地出租给佃户。 例如，《道光十七年一月二十三

日史永盛保租字》记载：

熊宗义名下横林垸的白田 ２５亩，由史永盛担保，分租给史铭试二形，六亩二分；史
纪盛二形，二亩九分；史肇德三形，共五亩二分；史纪梁一形，九分；史纪贤、史纪安三形，
四亩五分；史铭寿二形，一亩三分；史纪香二形，三亩六分；史明新一形，四分。②

但是，有时一个佃户会向地主租佃大面积土地。 例如，《道光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刘永达等保租
字》：

立保租字人刘永达同彭平如，今保刘瑞玉等领到义庄熊宗义名下陈昌垸白田共六
十六亩六分零，如有改换遗失，搁田亩，应达清理。 此据。

　 　 　 　 　 　 　 　 　 　 　 　 　 　 　 　 　 　 　 　 　 道光十六年冬月十四日　 立③

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十一月十四日，刘瑞玉一次性租佃熊宗义名下陈昌垸田地 ６６．６亩。 佃户在同
一区域内租入较大面积的地块，如果用于自己耕种，则避免了地块分散带来的耕作不便，有利于
佃户对土地的集中管理和连片经营。
因此，在租佃关系下，在相对较小（比如陈昌垸、三场、横林垸）区域内租种相邻或相近的多

块土地，抑或租种地块较大的土地进行耕作，相对于分散、细碎的土地占有和经营而言，一定程度
上意味着土地的聚片和集中，即土地占有和经营中的“散”并非绝对导致土地的“碎”，“散”点较
大抑或“散”而成“片”，实则是一种土地集中的表现。
徽州地区的租佃关系也体现出了“连片化”的特点。 例如顺治年间黟县地主舒尧思的土地

由多名佃人租种（参见下页表 １）。 综合表 １的田号、土名、佃人信息可知，佃人连片化地租种舒
尧思的土地。 比较明显的是汪得租种了石壁坑的第 ８６、８７、８８、９１号田和地，４块合计 ６．０１５亩。
此外，潘弟、潘海、潘文、潘武、潘来、潘五十等人的租田也呈现连片化特点。 例如，潘弟租种土名
池湖 ４１、４２号的两块地，面积达 １２．２５ 亩。 潘五十租种土名池湖的第 ３７、３８、３９ 块土地，面积为
２．３４亩。 结合多人合租土地、土地位置的空间分布等因素，他们的租田面积应该更大。
另外，顺治六年徽州祁门县的土地租佃关系，也体现出佃人田面权集中在相邻田块的

特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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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武汉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馆合编；张建民主编：《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第 ５６６页。
武汉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馆合编；张建民主编：《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第 ５７４页。
武汉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馆合编；张建民主编：《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第 ５２６页。
汪庆元：《清代徽州鱼鳞图册研究》，合肥：时代传媒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１５６－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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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地主舒尧思占地情况统计表

田号 亩数 土名 类别 见业 佃人

７ １．０８ 黄石滩 田 舒尧思 潘弟、潘五十

９ ０．２７６ 黄石滩 田 舒尧思 潘海、潘弟

１０ ０．３５９ 黄石滩 田 舒尧思 潘腊梨、潘五十、潘法

１１ ０．６５ 黄石滩 田 舒尧思 潘弟

１４ ０．６４６ 黄石滩 田 舒尧思 潘来、潘衍

１７ ０．３６ 黄石滩 田 舒尧思 潘武

３０ ０．４７ 石鸭头 田 舒尧思 潘武

３１ ０．４７ 石鸭头 田 舒尧思 潘武、潘付

３６ ６ 池湖 田 舒尧思 潘弟、潘法、潘海

３７ １．４３ 池湖 田 舒尧思 潘五十

３８ ０．２２ 池湖 田 舒尧思 潘五十

３９ ０．６９ 池湖 田 舒尧思 潘五十

４０ １．３ 池湖 田 舒尧思 潘来

４１ １．３１ 池湖 田 舒尧思 潘弟

４２ １０．９４ 池湖 田 舒尧思 潘弟

４３ ０．０７７ 池湖 田 舒尧思 潘来

４４ ５．１５ 池湖 地 舒尧思 潘海

４５ ２．５１２ 池湖 地 舒尧思 缺

４６ ０．２３１ 池湖 地 舒尧思 缺

４７ ０．９４６ 池湖 地 舒尧思 缺

４８ ０．５１６ 池湖 地 舒尧思 缺

４９ １．４２ 池湖 地 舒尧思 缺

８６ １．５６ 石壁坑 地 舒尧思 汪得

８７ １．０７１ 石壁坑 地 舒尧思 汪得

８８ ０．６５４ 石壁坑 地 舒尧思 汪得

９１ ２．７３ 石壁坑 田 舒尧思 汪得

２０９ ４．３３５ 生坟降 田 舒尧思 元、科、太

３３０ ３０．２ 石壁坑 田 舒尧思 缺

３３１ ３１．８ 石壁坑 田 舒尧思 缺

３３２ ０．５ 石壁坑 田 舒尧思 缺

３５３ １３５．３ 西培山 田 舒尧思 缺

合计 ２４５．２０３

　 　 资料来源：汪庆元：《清代徽州鱼鳞图册研究》，合肥：时代传媒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８３－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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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业与土地的连片化
明清以来的土地所有权，通常存在按份共有的共业形式。 对于“共业”的定义，学界存有较

大分歧。 章有义将共业称为“合业”，他将共一契纸的族产视为共业，即“一家祀产本身和别的祀
产或别人的田产共一契纸”，从形式上揭示了共业的现象。① 郑振满则将共业视为族产。② 刘和
惠认为，“在私有土地制度下，由于某种原因，共同管业或共同经营，这就产生了共业关系”，即由
数人共有某一产业，其侧重于从管理经营的角度定义，但实际上有的共业是族产，有的则不是。
栾成显根据“实征册”的研究，指出“共业分股只不过保留着族产的形式而已，它已失去了族众共
同所有的性质”③，实质上，已不再将共业视为族产，同时也不同于个人所有的产业，从而揭示了
共业的本质。 刘淼也未将共业看成族产，他将共业称作“分数田”，即“由于分家制的盛行，使其
财产的再分配出现极不合理的现象。 占有祖遗产业之一份或数股，都可由其继承人出卖”；同时
他进一步提出产生共业的原因是“分割制度导致了家族财产细分割”，而“继承人可以出卖自己
的股份”则揭示了共业的部分特征。④

从形成共业的来源看，主要有传统分家析产时的诸子均分制、田宅等产业的买卖、族产的分
割、田皮权被多人取得等几种途径。 因而，共业实质上是多个所有权的联合，它可以是多个自耕
农、地主等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共业，家族等集体财产所有权的共业，也可以是个人与集体之间财
产所有权的共业。
但共业和族产之间又存在很大差异。 族产原则上属于家族共有，家族成员在族产存续期间

一般不得随意处分，而擅自处分族产的则通常被视为无效。 由于族产属于家族共同所有的财产，
所以一般没有明确的份额划分，即使存在份额划分，也因家族成员不能随时请求分割而只能称为
潜在份额。 族产的收益一般用于家族祭祀、养老、助学、济贫等公益事业。 从物权、产权角度而
言，族产与共业的区别在于共业是按照确定的份额按份占有产业；族产为族众共有，通常没有明
确的份额划分，个人又不得自由处置的产业。 就共业人而言，一般至少有两人以上，其身份具有
多元性，可以是地主、自耕农或组织，共业人彼此之间不以宗亲关系为前提、关系相对松散，这也
是共业与共同共有产业的主要区别。 共业人对共有财产按份额取得权益，请求分割时要受到其
他共业人优先购买权的制约。
关于共业，在不同地区的契约中有不同的表达，契约中的体现形式通常有共业、合业、产业相

共、业主对某一产业有一定的份额或股数、数人出卖的产业、买主同买的产业、有分籍分法或分截
的产业，“均业”“同业”“众业”等形式多属于共业。 共业、共产形式是两个或多个业户对同一土
地所有权的共同占有，这种产权形式有利于土地的集中，限制了地块的过度分割、零碎。 例如，明
代《嘉靖三十二年陈述卖田赤契》所载：

廿十一都陈述同弟陈俗，今来无钱用度，自情愿将七保土名江坑岭下正坞，与素善
共业，本位兄弟该得一半；又将牛栏坞民晚田一号一处，共计租六秤整，凭中立契出卖与
本都陈托名下为业。 当日面议时价文银二两六钱五分整，在手足讫。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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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 ３３页。
郑振满：《明以后闽北乡族土地的所有权形态》，《平准学刊》（第五辑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２４１页。
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２６７页。
刘淼：《略论明代徽州的土地占有形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 ２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第 ５８页。 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二，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２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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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契约内容来看，“江坑岭下正坞”之地原本是陈述、陈俗兄弟与素善“共业”的土地，陈氏兄弟与
素善各占一半，共业土地的边界并没有明确的划分。 在陈氏兄弟将自己“该得一半”的份额出卖
给陈托名下后，该田地即为陈托和素善共业。
康熙年间安徽休宁县二十四都七图的有些业主拥有二十几号土地，但共业现象普遍，同一号

土地可能分属多个业主。 如八百六十九号，山税 ０．２亩，６户分庄，“程伯龙一股；程文用、程可进
各三厘三毫三丝；程文羽、程国成、程魁共三厘三毫三丝”，共业在登记中称作“分法”。①

又，清代《乾隆八年南安县朝板卖田契》记载：

立卖契弟朝板，有租田二号，坐落门首，土名秧跡，又号秧跡丘片，共载原租一秤二
贯，大弟合三分之一，今因乏用，托中送卖与兄朝许边片锦为业。 三面议约，得出契价银
伍钱纹广，亲收讫，自卖之后，任凭前去召佃管业，不敢阻挡异言。②

契约中立契人朝板拥有租田中三分之一的份额，他将其卖给了兄朝许为业，这份田地与其他部分
没有明显的分界，业主只是拥有整块土地中的一定份额，因此在售卖前后均属于共业，并未从空
间上根本改变土地占有和经营的形式。
共业是古老的氏族制和村社制残余的表现，“是外出经商的地主采取的一种比较稳定的置产

和保产方式。 是地主间争田激烈，地权集中，接近饱和程度的一种反映，宗法关系也起了作
用”。③ 元代以来，在土地、房产的典卖中形成了“典卖田宅须问亲邻”的制度，“诸典卖田宅及已
典就卖，先须立限取问有服房亲，次及邻人，次见典主，若不愿者，限三日批退，愿者限五日批
价”④。 在明代刊印的契约格式中也出现“先问亲房，后问田邻”的记载。⑤ 田产买卖中先问亲邻
的习惯，使共业人在出卖田产时，会考虑其他共业人的优先购买权，其他共业人也会强调自己拥
有优先购买权。 这种具有一定规范性的契约形式，使共业人在出卖田产时也要受其他共业人的
制约。 在清代，这种制度仍然存在，并在家规、契约中均有体现。 安徽合肥邢氏家规：“族中有变
卖祖居产业或坟山毗连之房屋田地者，宜先尽亲房、本族，而后外人。 若挟私怀隙，故卖外，拖累
本族者，勒罚赎回仍议减价。”⑥安徽桐城赵氏《家规》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凡族人田宅，如有卖
者，先尽本房，次及族人。 族人不买，然后卖与外姓。”⑦安徽歙县的《懋显遗言》中共业田地、房产
的售卖原则是：“倘分析之后，或有兴衰不齐，遗赀殆尽，弃产售业，必须卖与本支兄弟、叔侄之辈，
该股房屋更要凑与共业，不得故意折卖出售他人，致使同业难保。 而共业亲支力可受者，亦不得
故意掯拒不受。”⑧民国时期，共业产权在买卖中仍要遵循“亲族先买权”的俗成。 从明清、民国以
来的契约、族谱来看，涉及共业产权的买卖中共业者出售自己的份额时，需要优先考虑关系最近
的亲房共业者。 在田地、房产等财产处分中要“凑与共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以家规、族约的形
式限制共业者将产业售卖给共业人以外的其他人。
明清以来的契约文书中，对上述情况均有一定的反映。 明代《弘治十三年章瑠卖山地赤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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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汪庆元：《清代徽州鱼鳞图册研究》，第 １０５页。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４６－４７页。
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 ３３、４９页。
《元典章》户部卷之五《田宅·典卖》，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９０年，第 ３１２页。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 １５页。
安徽合肥《邢氏宗谱》卷一《家规》，转引自朱勇：《论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经济职能》，《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 ４期。
安徽桐城《桐陂赵氏宗谱》卷首《家规》，转引自朱勇：《论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经济职能》，《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 ４期。
藏于安徽省博物馆，藏号 ２６３８９。 转引自彭超：《休宁〈程氏置产簿〉剖析》，《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 ４期。



南

京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
人

文

科

学

·
社

会

科

学

︶

二
〇
一
九
年
第
六
期

中有这样的记载：

十二都章瑠，今为无钱用度，自情愿将承上祖买受并承继续置山地，坐落本都三保，
土名石屹山、小南充、大南充、纸焙坞、吴西充、黄土岭、坳上、郑□源等号山木；又将三四
都，土名炭炂坞山木，与德亮等相共。 今情愿将前项山木，本位该得分籍，尽数立契出卖
同业兄章德亮名下为业。 当面议时价白银一两二钱整，在手足讫。①

由契约可知，章瑠、章德亮兄弟在处分产业时，是分籍出卖与同业人章德亮为业，章瑠称章德亮为
兄。 从诸多涉及共业的买卖契约中，不难发现，即使是在传统的诸子均分制、分割族产制下，因一
些产、物的不易分割性和其他原因，往往会形成共业现象。
明清以降，随着土地买卖活动的增多、租佃制的盛行，催生出永佃权，一田两主或多主的情况

出现，推动了土地田底（田骨）权和田面（田皮）权的分离，在田底或田面上往往存在共业。 这时，
共业形式有助于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集中，加上共业产业买卖中宗法关系的“先问亲房，后问
田邻”原则，使得共业产业在买卖中由亲房、田邻优先购买，这种情况下共业产权通常不会被过度
分割，如最终由共业中的亲房或继之由田邻所买，则共业的土地所有权（田底、田骨）并未被分散、
零碎。 明清以来的土地契约中均有田底、田面共业情况的记载，例如明代景泰四年（１４５３）的《休
宁县陈以成等卖田赤契》：

休宁县三十一都陈以成、同弟陈以璇，承祖父共有田二号，坐落祁门县十一都四保，
土名查木段，系商字九十九号，计田一亩三角半步，计田二坵，其田东西四至自有经理该
载；又取同处田地一号，一百三号，计田一亩二角二十八步，其田东西四至自有本保经理
该载明白。 其二号田，以成同弟合得分数田骨八分有零，尽行立契愿出卖与祁门县十一
都程兴名下，面议时价白银六两四钱整。②

由契约可知，陈氏兄弟所继承的土地为祖业，其中二号田由兄弟二人“合得分数田骨八分有零”，
此地即为兄弟之间在田底上的共业。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户的规模化经营受到诸多因素限制，土地呈现出分割、零碎化状貌，不利

于农地的经营和管理。 但在共业形式下，业主可将土地租给一户或多户佃农耕作，形成多头租佃
关系。 例如徽州契约中记载有 ５个佃户同时向 ２３户共业地主租种三亩八分三厘二毫的田地，所
租的土地多者不足一亩，少者只有一厘四毫多。③ 共业的出现，或共业人内部之间的土地买卖，一
定程度上避免了地权的过细分割，从而“凑片为业”，在土地占有和经营上形成连片化。 再如，明
代徽州的土地契约文书：

六都程宗渠，今有水田二号，坐落土名赛坞口深坵，本身该租六秤半；又一号，土名
韩村江村岸心，田一坵，本身该租六秤，其二号田俱与竹岩公相共，其田亩步、四至，自有
竹岩公原买二契可照。 今自情愿将田本身一十一秤半，尽数立契出卖与竹岩公凑片为
业，面议时价文银七两整。

　 　 　 　 　 　 　 　 　 　 　 　 　 　 　 　 　 万历八年六月廿九日立契人　 程宗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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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 （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第 ２１３页。
安徽省博物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３８页。
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三，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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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见人　 程道川①

契约中程宗渠的两号水田原本都与竹岩公共业，之后程宗渠将自己的份额尽数卖给共业人竹岩
公为业，这样原本共业的土地则归属竹岩公一人所有，共业形式结束，形成“凑片为业”的独立产
权形态。
此外，还存在因租佃关系形成的田皮共业，譬如明代万历年间的契约：

十二都陈廷，今有力坌田一号，坐落本都九保，土名底笼里，计田六丘，与弟陈记相
共，本身该得一半，自情愿凭中立契卖与义弟陈法财前去耕种为业，面议时值价纹银陆
钱整，在手足讫，其价并契当日两相交付。

　 　 　 　 　 　 　 　 　 　 　 　 　 　 　 　 　 　 　 　 　 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初六
　 　 　 　 　 　 　 　 　 　 　 　 　 　 　 　 　 　 　 　 　 　 立契人　 陈廷（押）
　 　 　 　 　 　 　 　 　 　 　 　 　 　 　 　 　 　 　 　 　 　 中见人　 汪管（押）
　 　 　 　 　 　 　 　 　 　 　 　 　 　 　 　 　 　 　 　 　 　 代表人　 程顺（押）
二都陈法财，将原买陈廷底笼里（力）坌田一半，今欠本田租谷，自情愿将前力坌田

出卖与田主郑□名下，以准本田租谷，日后无得异说。 其田听自田主另行召人耕种。 自
定之后，各无悔异。 今恐无凭，立此契为照。

　 　 　 　 　 　 　 　 　 　 　 　 　 　 　 　 　 　 　 　 　 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立卖人　 陈法财（押）
　 　 　 　 　 　 　 　 　 　 　 　 　 　 　 　 　 　 　 　 　 　 中见人　 陈　 廷（押）
　 　 　 　 　 　 　 　 　 　 　 　 　 　 　 　 　 　 　 　 　 　 代笔人　 李　 奇（押）②

从以上两份契约可知，陈廷和陈记两兄弟租佃地主郑氏的土地，田皮由兄弟二人共业。 万历十七
年（１５８９），共业人之一的陈廷将自己的份额卖给了陈法财，这时该地块便成为陈记和陈法财的共
业地。 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共业人中的陈法财又将共业中自己的份额卖给了田主，即地主郑氏，
用以抵偿所欠租谷。 这一过程中共业人虽发生变更，但田面并未发生分割。
到清代，这一情况仍然存续，例如，乾隆年间四川省的《李长荣佃约》：

立佃约人李长荣，
今凭中佃到李正德、正和、昆龙、应贵四人名下田地四股内一股耕种。 凭中议定，每

年租谷四六均分，长荣占四股，正德等六股。 其谷在割谷时田内两下分，亦不得透漏。
倘有透漏查出，受罚一年为定，两无异议。 恐口无凭，立佃约为据。

　 　 　 　 　 　 　 　 　 　 　 　 　 　 　 　 　 　 　 　 　 　 　 　 　 　 　 　 　 　 刘纯阳
　 　 　 　 　 　 　 　 　 　 　 　 　 　 　 　 　 　 　 　 　 　 　 　 凭中　 郑岐山　 同在
　 　 　 　 　 　 　 　 　 　 　 　 　 　 　 　 　 　 　 　 　 　 　 　 　 　 　 　 廖世笔　 笔
　 　 　 　 　 　 　 　 　 　 　 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立　 出佃约人　 李长荣③

该租佃契约中，佃人李长荣所佃的土地为李正德、李正和等兄弟四人的共业田，份额为四股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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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周绍亚、赵亚光：《窦山公家议校注》，合肥：黄山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２９９页。
资料来源：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徽字 １－１－１号 １１５１４３７０２００２，《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徽州陈廷卖田白契》。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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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 其中还涉及租谷分配的内容，佃人李长荣自留四成，其余六成归李正德四人，再由其四人
按共业田产中所占股份进行分配。 在此经营形式下，土地所有权仍属李正德兄弟四人，土地经营
权则可以租佃形式出租给不同的佃人耕种。 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权没有具体分割，经营权也
存在多样化的可能。
共业形式的存在，以及在共业消解过程中共业人一起或者相继把产业卖给同一买主时，就意

味着共业的结束、土地的集中和“凑片为业”的出现。 土地共业形式由多种原因所致，这种产权制
度限制了土地所有权、经营权的分割，从而也在土地外观形态上克服了“零碎化”。

六、结　 语
以往关于传统时期地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权分配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特征，从

长期演变的趋势来看，地权分配有集中说、分散说、常态说等观点。 导致地权分配集中、分散的
机制，土地买卖、诸子分家等因素受到较多关注。
在我国历史上的土地问题研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关于传统乡村土地占有和

经营的“零碎化”的讨论。 所谓“零碎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地区内的土地被分割成面
积较小的田块；二是地区内同一业户占有若干规模比较小的田块，且这些田块分散在不同的地
块中，彼此并不相连。 考察土地零碎的这两重内涵，可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乡村地权
分配和社会结构的认识。
如果把地权分配的集中与分散归结为地权的数量分配，“零碎化”则可归结为土地占有和

经营的空间分配。 前者有地权分配的长期趋势，后者有“零碎化”的长期趋势，这样一来，地权
的数量分配、空间分配再加上长时段的演变趋势，就可以形成数量、空间兼顾，纵向、横向两个
维度并重的地权研究新思路。
一般认为传统时期农户在土地占有和经营规模上趋于“零碎化”，“零碎化”是多种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土地占有的不平等，地主通过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占有大量土地，少地、无
地者只能租佃土地。 土地租佃制下，地主出租土地并以获得较高收益为目的，佃户则会根据自
己的劳动力、财力、土地状况、距离远近等因素租种适宜的土地，使得大块土地被分割，地块变
得零碎、分散。 二是传统的“诸子均分”制下，分家析产导致地权分割、“零碎化”。 三是土地自
由买卖，土地买卖、抵押、典卖等活动，尤其是非经营性地主收购不同卖主、位置的土地。 同时，
农民存在惜卖心理、分割出卖土地行为等。 买、卖双方的诸多原因，使得土地处于四处分散、零
碎小片的状态。 因而，“零碎化”被认为是传统时期农户土地占有和经营情况的明显特征。
本文对明清至民国时期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表明，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导致“零碎化”的原

因也可能发生相反的作用，土地的买卖、兑换、租佃、共业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成土地占
有、经营的集中或“连片化”。
一个浅显的道理是，传统时期土地“零碎化”的同时，存在许多平衡、限制、克服“零碎化”

的因素，从而消解、对冲了“零碎化”的影响，这是一个相反相成、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在土地买卖方面，根据亲族、田邻优先的制度和习俗，地邻之间的土地交易行为，对于卖方

而言是“零碎化”，但对于买方而言，由于田块相接，则形成“连片化”。
在土地调（兑）换方面，土地间的调换多因距离较远、耕作不便等因素，调（兑）换双方多希

望通过土地调换实现靠近居所、便于耕种之目的。 土地调换完成后，地块与自己的其他土地如
果形成相邻或靠近的关系，那么土地的调（兑）换则促成了土地的集中或连片，利于土地的经
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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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子分家方面，诸子分家产生的土地均分，也不是父、子、孙一代一代单向地、持续地分
割下去。 不少案例显示，诸子均分析产之后，兄弟、亲族自然成为田邻，根据土地交易亲邻优先
的原则，某一地块诸子均分的田产又可能为兄弟、亲族购买，合并连片。
需要强调的是土地所有权的共业形式。 传统时期，诸子分家可能引发产权分割及占有、经

营形式上的空间分割。 共业的出现是适应分家析产时的诸子均分制、田宅买卖、族产的分割、
田面权被多人同时占有而产生的产业占有形式。 它作为多个所有权人的联合，共业人的身份
也更趋多元，不受自耕农、地主等身份的限制，可以是不同个人之间财产的联合，也可以是个人
与集体之间财产的联合。 在共业形式下，共业人按照所占份额获取收益。 同时，共业财产在请
求分割时，其他共业人具备优先购买权。 共业人的身份，相当一部分属于兄弟、族亲。 这种财
产占有形式及其转让时的限制，使得土地共同占有或经营的形式不会因某些共业人的变更而
发生改变。 而共业形式的结束，又通常表现为原共业土地统归一人所有，意味着个人“凑片为
业”的土地占有、经营状况的形成。 共业形式的存在，限制了所有权的分割，共业形式的结束
则推动着土地的集中和“凑片为业”的出现。
从土地经营权来看，“零碎化”抑或“连片化”最终体现在土地经营的具体空间特征上。 明

清以降，土地的资产功能日益凸显，在有些地区，土地所有权、经营权进一步分离，经营面积受
产权面积的影响越来越小，佃农在租佃土地时逐渐实现了对土地的择优，力求利益的最大化。
这就使地主名义上虽占有大量土地，但经营权主要集中在佃农之手，佃农通过租入地块相连、
相近或面积较大的地块，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对明清以来土地租佃契约的梳理发现，一些
农户先后在同一区域租种相近的两块土地，在同一区域内（相对较小的区域）租种大块土地的
情况也普遍存在。 而土地交易、流转过程中存在的典卖回赎、出典自佃机制，体现出土地占有
者和经营者身份的转化和流动性。 这种主佃之间身份的转化，尤其对地主、承典人而言，他们
并非以获得土地产权和经营权为最终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土地收益，因而这种原主自租、出典
自佃等形式通常不会对经营状况造成过多影响。 上述土地租佃形式利于土地的连片和集中，
客观上抑制了传统时期土地的过度分散和零碎。
综上所述，以往学界对于传统乡村土地占有和经营的空间形态较为普遍的认识是“零碎

化”，长期发展趋势也是“零碎化”，导致“零碎化”的主要原因有土地买卖、诸子分家、租佃制
等。 明清以来南北各地的土地文书显示，过去人们认为引发土地“零碎化”的土地买卖、诸子
分家、租佃制等因素，同时也有可能是诸多限制、制约土地“零碎化”促成“连片化”的因素。 传
统时期导致土地“零碎化”的因素，又能促成土地的“连片化”，这是关于传统时期土地问题认
识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制约着地权向集中或分散单一方向的无限发展。 这对于理
解地权分配及其长期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重视地权分配的空间特征，是未来传统乡村地
权研究的可能走向。

（责任编辑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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